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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和姜寨出土仰韶文化早期尖底瓶的酿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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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项研究采用科学方法检验了陕西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 11 件仰韶文化早期尖底瓶中的微植物和微生物

遗存。从残留物中发现的淀粉粒、植硅体、霉菌、酵母细胞和棒状方解石晶体中获得的多种证据表明，这些尖底瓶

曾用于酿酒。酿酒原料主要包括黍等其他谷物 ( 粟、稻米、小麦族 )、豆类和块根植物（栝楼根、芡实）。使用芦

苇吸管咂酒可能是当时的饮酒方法之一。仰韶人掌握两种酿造方法：利用发芽的谷物酿造谷芽酒和利用发霉的谷物

加植物茎叶制麹酿造麹酒。这两种方法有时分别采用，有时也许同时采用。

EYWORDS: Starch grains, Phytoliths, Molds, Yeast cells, Beverages made of sprouted grain, Beverages made of qu starter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scientific methods to examine microbotanical and microbial remains in the residues 

extracted from the interior walls of 11 jiandiping pointed-based bottles from the Banpo and Jiangzhai sites in Shaanxi, dating to the early 
Yangshao period. 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 from starch grains, phytoliths, molds, yeast cells, and rod-shaped calcite crystals found in the 
residues indicate that the bottles were used for brewing alcoholic beverages. The ingredients include mainly broomcorn millet, together 
with other cereals (foxtail millet, rice and Triticeae), wild peas and tubers (snake gourd roots and foxnut). The use of reed straws to drink 
alcohol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drinking methods of the time. Two brewing methods were detected: the use of sprouted grain and the use 
of qu starter made of moldy grain with herbs. These two methods were used either independently or simultaneously.

近年来，考古学家对中原地区 3 个前仰韶

时期遗址（舞阳贾湖、宝鸡关桃园和临潼零口；

距今约 9000~7000 年）出土的小口鼓腹罐 [1、2]

和 4 个仰韶中晚期遗址（西安米家崖、高陵杨

官寨、蓝田新街和渑池丁村 ；距今约 6000~5000

年）[3-6] 出土的小口尖底瓶进行了残留物分析。

这些研究采用科学方法直接分析陶器内残留物，

通过观察其中淀粉粒、植硅体和真菌的形态，

证明这些器物用于酿造以黍或稻米为主要原料

的发酵酒精饮料，酿造方法包括谷芽酒和麹酒。

但是这两组酿酒器的年代并不衔接，有近 1000

年的缺环，此时正处于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约

7000~6000 年），是小口尖底瓶出现的时期。

与仰韶中晚期的大型尖底瓶有所不同，早

期的尖底瓶以中小型为主。例如，根据姜寨发

掘报告，仰韶早期的 27 件尖底瓶标本高度大多

都在 16.8~48 厘米范围之内，只有 1 件高度为

74.4 厘米 ；而 2 件仰韶晚期标本高度为 57 和 74 

厘米 [7]。根据对 10 个仰韶文化遗址 ( 临潼姜寨、

陇县原子头、高陵杨官寨、扶风案板、宝鸡福

临堡、西安米家崖、秦安大地湾、陕县庙底沟、

洛阳王湾、灵宝西坡 )[7-17] 中 62 件尖底瓶高度

数据的分析，29 件仰韶早期尖底瓶中有 26 件

（90%）高度在 16.8~42 厘米之间，只有 3 件（10%）

高度在 74.4~94.5 厘米之间 ；仰韶中晚期的 22

件尖底瓶的高度均在 39~87.5 厘米范围之内（图

一）。这些数据显示，从仰韶文化早期至晚期，

小口尖底瓶形制趋于向大型发展。虽然我们的

前期研究已证实晚期的尖底瓶用于酿酒，但我

们尚无法确认早期尖底瓶是否有类似的功能。

小口尖底瓶（尤其是中小型）的功能是考

古学家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主要观点包括 ：

汲水器 [7、18]、净水器 [19]、干旱地区祭天祈雨的

礼器 [20]、盛酒的祭器或礼器 [21]、酿酒器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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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寨标本属于姜寨 I 期和 II 期（半坡类型和史

家类型）。对这两个仰韶典型遗址中出土的尖底

瓶残留物分析有望提供比较全面的功能性资料，

同时也可以检验在不同的埋藏环境中有机物的

保存程度。

一、谷物发酵酒酿造过程及其残留物特征

检验尖底瓶是否有酿酒功能，首先要了解

发酵酒的酿造过程。谷物酿酒包括两个过程 ：

第一是糖化，通过淀粉酶的作用将淀粉转化为

糖 ；第二是发酵，通过酵母的作用将糖转化为

酒精和二氧化碳。利用富含淀粉植物（包括谷

物和块根植物）酿酒的基本方法有三种 ：（1）

谷芽酒，首先将谷物发芽使酶得以活化，然

后加热水糖化，再利用酵母发酵。（2）麹酒，

使用谷物制麹，有时加入某些植物茎叶或种

子，称为草麹。例如，江南地区普遍利用蓼草

（Polygonum）制作小麹 [27]，台湾原住民使用多

种植物做麹，其中包括藜属 (Chenopodium) 种

子 [28]。麹中含有多种微生物，包括霉菌、酵母

和细菌（其中霉菌可以分泌多种酶），然后将麹

拌入蒸熟或煮熟的谷物，糖化和发酵同时进行

（并行复式发酵法），可达到更高的酒化度。（3）

口嚼酒，首先口嚼谷物或块根植物，利用人唾

液中的酶达到糖化的效果，再利用酵母发酵 [28-30]。

古代文献中也有早期酿酒方法的记述。根据甲

骨文的记载，商代至少有酒、醴和鬯三种酒[31]。周

代文献中对这些酒的酿造方法有了进一步说明。

《尚书·说命》有“若作酒醴，尔惟麴糵”的记

图一  经残留物分析有酿酒器的遗址分布及尖底瓶高度变化

A．出土酿酒陶器的遗址（1.半坡 2.姜寨 3.米家崖和新街

4.杨官寨 5.零口 6.关桃园 7.丁村 8.贾湖）B.半坡出土尖底瓶器型变化

（1、2.早期中小型 3.晚期大型）C. 仰韶文化尖底瓶高度变化。

及储酒器 [24] 等。其中汲水器的观点

曾经最为流行，并编进中学教材 [20]，

但是有学者在进行实验后证明使用

尖底瓶汲水并不十分实用 [25、 26]。

早 期 尖 底 瓶 的 功 能 分 析 对 重

建中国史前时期酿酒技术的起源和

发展至关重要。西安半坡和临潼姜

寨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代表了

黄河流域新石器中期以粟作农业为

基础的环壕聚落。两遗址的陶器组

合中都有数量较多的小口尖底瓶。

2017 年，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与半

坡博物馆合作，对从半坡遗址（2 件）

和姜寨遗址（9 件）出土的 11 件仰

韶文化早期不同大小的尖底瓶标本

进行了微植物和微生物残留物的提

取和分析，主要目的是检验谷物酿

酒的证据。这些尖底瓶出土于成人

墓葬、房址、灰坑及瓮棺葬。出于

墓葬的是随葬品，均为中小型，基

本完整 ；大型器出土于居住区，均

破损。1 件用于儿童瓮棺的尖底瓶

应为该器物的二次利用（图二）。其

中半坡尖底瓶标本属于半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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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糵的意思是发芽谷物。明代宋应星著《天工

开物》也说“古来麹造酒，糵造醴”。这些正是

我们所说的麹酒和谷芽酒。先秦文献中多处提到

鬯，如《诗经·大雅·江汉》有：“厘尔圭瓒，

秬鬯一卣”。毛传解释为：“秬，黑黍也，鬯香

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鬯为何种香草，自

古以来众说纷纭[32]。但是基本的共识为，鬯是

黍加以某些草本植物酿造而成的酒，相当于后

代所说的草麹酿酒。口嚼酒不见于先秦古代文

献，但近代民族学研究中多有记述，其中包括

见于台湾原住民的酿酒传统[33]。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酿酒方法的主要区

别在于糖化过程，而发酵都是利用酵母。小口

尖底瓶有 3 个形制特点适于酵母进行发酵。首

先，酵母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在合适的温度、

湿度及营养环境中会很快繁殖 ；但是需要在厌

氧的环境中才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因此，用

于酿酒的陶器一般为小口，以利于封口，形成

厌氧环境 [18、34]。小口尖底瓶的口部设计，与

酿酒器皿需要封口与提供厌氧环境的要求相

符。虽然尖底瓶的小口不便于倒进醪液，但是

这一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漏斗解决。其次，酿

酒会产生大量渣滓，如原料中的谷壳、酵母

等 ；小口尖底瓶底部呈锥状体有利于渣滓的集

中和沉淀。此外，由于酵母发酵时释放二氧化

碳并产生热量，醪液中会出现上下的自然对流

(convection currents) ；热流从锥状底部上升到醪

液的上部，同时周围温度低的液体下降，形成

循环运动模式 ；对流的过程最终使发酵容器内

的液体温度达到均匀，有利于保证酒的质量。

液体的高度与自然对流的强度成正比 ；尖底瓶

一般为瘦高型体，高度与直径的比例基本都大

于 2:1，该特点可促进自然对流。这种锥状体的设

计也见于现代啤酒厂的筒形锥底发酵罐的形状，

经测试证明是啤酒发酵罐的最佳设计 [35-37]。根据

酿造发酵过程的原理，对陶器残留物的特征及

其中微植物和微生物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鉴定

酿酒使用的原料和酿造方法，列举如下 ：

1. 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有助于鉴定酿酒原

料的种类。由于糖化过程需要在较高温度下进

行（65~70ºC），会对淀粉粒造成特定的损伤和

糊化特征，因此淀粉粒的损伤形态能够提供是

否经过发酵的信息。根据我们的酿酒实验及观

察酿造过程中淀粉粒的变化，经过糖化发酵的

淀粉粒的损伤特征为 ：表面有中心凹陷、裂痕

及微型凹坑，有些颗粒的中心部分几乎完全缺

失，仅保存边缘部分并在偏光镜下显示双折射

光泽，有些颗粒表面部分缺失、部分层纹暴露、

也有些具有膨胀变形的糊化特征 ，消光十字模

糊或消失等。这些损伤是淀粉酶分解以及糖化

时加热的综合作用造成 [38]。值得注意的是，器

物上的淀粉粒也可能被土壤环境中存在的酶分

解而出现损伤，如部分缺失、出现裂痕及微型

凹坑等 [39]。但是发酵过程形成特有的损伤特征，

既有酶的分解，又有加热造成的糊化特征。特

别是那些中心部分缺失但边缘部分仍存，并有

双折射光泽的糊化淀粉粒、最具代表性。这些

发酵所造成的糊化与一般的蒸煮食物所造成的

损伤糊化形态也有明显区别 ；后者主要表现为

淀粉粒比较均匀地向周边膨胀，而不见中心部

分缺失的现象 [40、41]。酿酒过程中，在加入作为

图二  本文分析的半坡和姜寨出土尖底瓶

A．尖底瓶标本  B、C.JZ1 口沿和 JZ4 器身内壁上的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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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剂的原料时（发芽谷物或麹），也加入经过

蒸煮的谷物 [29] ；因此在醪液中也会存在具有一

般蒸煮特征的淀粉粒。

2. 如果古代陶器盛装的是谷芽酒，那么谷

物的颖壳有可能保存在器物内壁上 ；因此可以

根据残留物中颖壳植硅体的存在进行判断。对

颖壳植硅体的种属鉴定有助于了解酿酒使用的

发芽谷物种类。这一方法已经运用在上述多项

酒器残留物的研究中 [2、3、6、42、43]。必须指出，根

据颖壳在陶器中出现推测酿酒方法有一定局限

性。因为如果古人在加工谷物时没有把谷壳脱

净，这样也会在酿酒陶器残留物中发现少量颖

壳植硅体。

3. 如果陶器盛装的是麹酒，那么与酒麹有关

的霉菌可能会保留在残留物中。中国传统酿酒

使用的酒麹中的霉菌主要包括曲霉（Aspergillus）、

根霉（Rhizopus）、红曲霉（Monascus purpureus）

及毛霉（Mucar）等 [44、45]。霉菌的主要组成部

分包括菌丝、孢子和孢子囊。霉菌由分枝或不

分枝的菌丝构成，交织在一起的菌丝称菌丝体。

菌丝是霉菌营养体的基本单位，由孢子发芽而

成。在菌丝的生长过程中，一部分化为孕育菌丝，

顶端生出孢子囊，产生孢子。不同霉菌的菌丝、

孢子囊和孢子的形态有别 [46]。在古代标本中的

霉菌如果保存的好，可以根据其形态特征进行

初步鉴定。酿酒霉菌的最早证据来自宝鸡关桃

园遗址前仰韶时期的陶壶上，形态与曲霉和根

霉相似 [2]。另在渑池丁村仰韶中期尖底瓶的残

留物中发现有曲霉和毛霉 [6]。

4. 在制麹过程中加入某些野生植物茎叶或种

子，是由于植物茎叶上会附着多种霉菌、酵母及

细菌，能够提供制麹过程中所需要的菌群 [27、28]。

关桃园前仰韶时期的酿酒陶器残留物中有大量主

要来自植物茎叶的棒型植硅体，与霉菌共存，应

是利用草麹的结果 [2]。因此，残留物中存在较多

茎叶植硅体应为使用草麹的证据。

5. 无论哪种酿酒方法都需要酵母菌帮助发

酵，因此酵母的存在是酿酒的重要证据。传统

酿酒所利用的酵母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酿

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其形状为圆

形和椭圆形，长度大致为 5~10 微米。鉴定酵母

的最好标志是芽殖状态 ；芽殖是酵母菌最常见

的繁殖方式，表现为细胞表面向外突出，长出

芽体，逐渐增大到正常大小时，与母体脱离，

成为一独立细胞 [46]。显示出芽殖状态的酵母细胞

也发现在关桃园和丁村的酿酒陶器残留物中 [2、6]。

6. 根据人类学家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的调查，

当地民族有利用谷物酿造谷芽酒的传统。酿酒

的陶罐是专门制作并专用于酿酒发酵 ；每次发

酵后剩在陶器中的渣滓要留到下一次酿酒时才

洗，而且从来不将发酵罐完全清洗干净，因为

他们认为如果洗干净会加速酒液对陶罐表面的

侵蚀 [47]。这种做法实际上会使一些酿酒原料留

在器壁上，并渗入器壁内，使微生物（例如酵母）

在发酵罐中得以保存。重复使用专用的酿酒容

器有利于保存和选择理想的发酵微生物群，这

也是接种发酵的方法之一 [48]。接种发酵方法有

多种，世界各地的古今酿酒史中普遍存在，许

多古代酿酒器壁上常见一层有机残留物 [48、49]，

应为长期重复使用的结果。因此，为了选择理

想的菌群，有效地进行长时期的接种发酵，酿

酒器在使用期间应该不用于其他功能。以此推

测，考古遗存中有明显残留物的发酵罐很可能

是专用的酿酒器。

7. 尖底瓶残留物中是否存在与酿酒发酵有

关的微植物和微生物组合是判断是否为酒器并

分析酿酒方法的重要证据。这种特殊组合不存

在于土壤中或与酒无关的器物上。因此，根据

分析采自土壤或非酿酒陶器上的控制标本，与

残留物标本比较，也可以进一步帮助判断残留

物是否确实与陶器功能有关。

二、标本采集和分析方法

半坡遗址发掘于 1954~1957 年 [50]，姜寨遗址

发掘于 1972~1979 年 [7]。两遗址出土的陶器在发

掘之后都已经过清洗，存放在半坡博物馆文物库

房中。根据上述酿酒器的特点，我们选择陶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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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表面可见黄白色或黄黑色残留物痕迹的标本进

行取样（图二，B、C）。残留物样品的采集及分

析方法的过程为 ：（1）用干净牙刷清扫每件器物

表面的浮土。（2）对小型陶器残片使用超声波清

洗仪震荡 6 分钟，对大型陶器使用超声波牙刷清

洗 6 分钟，获得液体残留物 ；同时用干净的刀片

在陶器内部表面直接刮取固体残留物。（3）在实

验室通过 EDTA（Na2EDTA﹒2H2O）清洗法和重

液离心法将残留物进行分离，重液为比重为 2.35

的多钨酸钠（sodium polytungstate）以便同时提取

可能存在的多种微植物和微生物遗存（包括淀粉

粒、植硅体、真菌等）；吸取分离后的残留物溶

液滴在干净的载玻片上，干燥后滴加 50% 甘油溶

液，加盖玻片，并用指甲油封片。（4）使用刚果

红 (Congo Red, 0.1%, 1mg/ml) 染色法 [51] 对部分器

物的残留物中一小部分进行测试，以判断是否存

在糊化淀粉粒。（5）微植物和微生物记录使用蔡

司生物显微镜（Carl Zeiss Axio Scope A1），配备有

微分干涉相差（DIC）及偏振光装置，并配有数

码相机（AxioCam HRc Rev.3）记录影像。

我们提取了半坡博物馆库房标本架上的尘

土作为控制标本，发现其中有大量纤维和孢粉，

但只有极少量淀粉粒，不见糊化特征，与陶器

残留物的组合截然不同（表一 ~ 三）。这一分

析可以证明陶器内壁附着的残留物不是环境的

污染，而是与器物的原始功能有关。

三、残留物分析结果

经分析，尖底瓶残留物中发现有较多淀粉

粒、植硅体、霉菌的菌丝、孢子和孢子囊、以

及酵母细胞 ；并有少量棒状方解石晶体。以下，

表一  半坡（BP）和姜寨（JZ）淀粉粒记录

标本号 器物号
I 型

粟黍

II 型

薏米

III 型

小麦族

IV 型

栝楼根

V 型

豆类

VI 型

芡实

无法

鉴定
合计

糊化

损伤

未糊化

损伤

BP1 M5(2) 1 2 2 14  12 31 13 9

BP2 T4606 1 2(22 内部小颗粒 ) 7 30 11 3

BP- 合计 1 2 3 14 2 (22 内部小颗粒 ) 19 41 24 12

BP-% 2.4 4.9 7.3 34.1 4.9 46.3 100 58.5 29.3

JZ1 M74:11 7 10  1  5 23 2 9

JZ2 M228:1 9 3 34 1  18 65 14 27

JZ3 M87 12 13 1  2 28 13

JZ4 H191 5 27 11 2  2 47 1 15

JZ5 F46 2 2 1  1 6 1 3

JZ6 F47 20 1  8 29 26 3

JZ7 W19:1 2  4 6 2 4

JZ8 M159:3  14 14 14

JZ9 M244:6 16 1 28 9 2  13 69 12 31

JZ 合计 71 31 100 15 3 67 287 85 92

JZ % 24.7 10.8 34.8 5.2 1.0 23.3 100 29.6 32.1

总计 N 72 33 103 29 3 2 (22 内部小颗粒 ) 86 328 109 104

总计 % 22.0 10.1 31.4 8.8 0.9 0.6 26.2 100 33.2 31.7

出现率 N 8 4 9 7 2 1 11 11 9

出现率 % 72.7 36.4 81.8 63.6 18.2 9.1 100 100 81.8

最小长度 * 7.13 8.61 4.72 10.2 22.57 23.28 (2.8 内部小颗粒 )

最大长度 * 19.05 23.03 44.96 32.79 27.4 26.89 (5.41 内部小颗粒 )

平均长度 * 13.52 16.18 20.73 16.93 24.90 25.09 (4.14 内部小颗粒 )

* 长度为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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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半坡－姜寨尖底瓶残留物中的植硅体记录

植硅体形态型 植硅体可能来源 BP1 BP2 JZ1 JZ2 JZ3 JZ4 JZ5 JZ6 JZ7 JZ8 JZ9 总计 总计 %

硅化骨架 Silica skeletons

η 型
黍（颖壳）

Panicum miliaceum
25 42 41 3 111 13.03

Ω 型
粟（颖壳）
Setaria italica

1 1 0.12

未确定黍族硅化骨架
Undetermined Paniceae

黍族（颖壳）Paniceae 2 4 25 2 1 72 69 1 176 20.66

长方形绞合状树枝型
Elongate dendriform

早熟禾亚科（颖壳）
Pooideae

1 1 0.12

长方形粉刺纹饰型
Elongate Echinate

禾本科 Poaceae 1 2 1 7 1 12 1.41

长方形圆齿状纹饰型
Elongate Crenate

禾本科 Poaceae 1 1 1 3 0.35

长方形柱状纹饰
Elongate Columellate

禾本科 Poaceae 4 1 6 4 11 26 3.05

长方形光滑状 / 曲波状纹饰
Elongate Psilate/sinuate

禾本科 Poaceae 6 4 4 1 2 4 21 2.46

长方形不规则纹饰
Elongate Irregular

禾本科 Poaceae 1 1 0.12

未鉴定硅化骨架
Undetermined multi-cell

1 1 0.12

单细胞植硅体 Single-cell phytolith 

双峰型 Double-peak 水稻（颖壳） 1 1 0.12

芦苇盾型 Phragmites 
bulliform

芦苇属 Phragmites 5 1 6 0.70

哑铃型 Bilobate 黍亚科 Panicoideae 6 1 11 3 4 4 10 2 41 4.81

多铃型 Polylobate 黍亚科 Panicoideae 1 1 1 3 0.35

十字型 Cross/quadra-
lobate

黍亚科 Panicoideae 5 2 1 3 6 17 2.00

帽型 Rondel 禾本科 Poaceae 26 2 1 1 2 6 1 39 4.58

扇型 Common  bulliform
禾本科（叶表皮机动细

胞）Poaceae leaf
14 1 4 1 1 1 1 2 25 2.93

长方形绞合状树枝型
El dendriform

早熟禾亚科（颖壳）
Pooideae husk/

inflorescence
1 1 2 0.23

光滑状 / 曲波状棒型
El psilate/sinuate

禾本科（主要来自茎叶）
Poaceae mainly stem/leaf

39 36 4 101 20 14 2 61 3 33 7 320 37.56

乳突型 Papillae cell 禾本科 Poaceae 1 1 2 0.23

毛细胞 Hair cell 真双子叶植物 eudicots 4 3 1 13 3 4 3 4 3 2 1 41 4.81

总计 TOTAL 100 49 9 215 82 29 15 214 10 192 20 852 100

我们对残留物结果进行详细描述。

1. 淀粉粒

11 件陶器标本的残留物中共发现 328 颗淀

粉粒，其中 242 颗（73.8%）可以鉴定为 6 种类

型（图三）。有 86 颗（比例 26.2%）淀粉粒缺

少鉴定特征，归为无法鉴定类（表一、图四）。 

I 型为黍亚科（Panicoideae）（n=72; 比例 22%;

出现率 72.7%），粒长 7.13~19.05 微米，为多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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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半坡－姜寨尖底瓶残留物中的淀粉粒类型及现代对比

标本（每颗淀粉粒显示 DIC 和偏振光镜拍摄的影像）

1.I型，粟黍  2.II型，薏苡  3.III型，小麦族  4、5.IV型，

栝楼根  6.V 型，豌豆  7.VI 型，芡实  8. 现代芡实淀粉粒

表三  半坡－姜寨尖底瓶残留物中真菌（酵母和霉菌）记录

BP1 BP2 JZ1 JZ2 JZ3 JZ4 JZ5 JZ6 JZ7 JZ8 JZ9 Total %

酵母（圆形） 1 6 5 2 5 3 1 5 28 6.8

酵母（椭圆形） 16 18 8 4 5 3 7 5 66 16.0

芽殖酵母（圆、椭圆形） 2 14 4 11 7 2 40 9.7

酵母总数 19 38 13 10 21 13 10 10 134 32.5

菌丝（褐色、灰色） 13 12 3 3 1 7 9 10 1 2 61 14.8

菌丝（透明） 7 3 2 74 3 89 21.6

菌丝体 4 4 1.0

菌丝总数 20 15 5 81 1 7 9 10 4 2 154 37.4

孢子囊 5 3 1 3 4 16 3.9

孢子囊连接菌丝 1 3 53 5 1 1 64 15.5

孢子囊总数 6 6 1 56 9 1 1 80 19.4

孢子（圆形） 1 2 1 6 4 1 3 18 4.4

孢子（椭圆形） 4 1 2 1 5 6 2 5 26 6.3

孢子总数 5 3 3 1 11 10 3 8 44 10.7

霉菌总数 31 24 9 137 1 8 20 29 8 11 278 67%

真菌总数 50 62 9 150 1 18 41 42 18 21 412 100

或近圆形，脐点居中，多有裂隙。这些特征见

于 粟 (Setaria italica)、 黍 (Panicum miliaceum)

及薏苡 (Coix lacryma-jobi L.) 的淀粉粒，往往

很难鉴定到更精确的分类 [52]。

II 型 为 薏 苡 (C. lacryma-jobi L.)（n=33; 比

例 10.1% ；出 现 率 36.4%）， 粒 长 为 8.61~23.03

微米。其形态特征可区别于粟黍 , 但与薏苡相

似，如粒型较大、脐点偏心、消光十字臂呈“Z”

形曲折状 [52]。

III 型 为 小 麦 族 (Triticeae)（n=103; 比 例

31.4% ；出现率 81.8%），粒长 4.72~44.96 微米，

粒型为透镜体，脐点居中。这些特征与中国

北方常见的冰草属 (Agropyron sp.)、披碱草属

(Elymus sp.) 和赖草属（Leymus sp.）的淀粉粒

近似 [53]。

IV 型为栝楼根 (Trichosanthes kirilowii)（n=29;

比例 8.8%；出现率 63.6%），粒长 10.2~32.79 微米，

其型态为圆形、钟形、半圆形等，脐点居中或

偏心，消光十字多弯曲。栝楼广泛分布于中国

南北方 [54]。

V 型为豆类，可能为野豌豆 (Vicia sp.)（n=3; 

比例 0.9%；出现率 18.2%）粒长 22.57~27.4 微米。

呈不规则的椭圆形或肾形，消光十字有多个臂，

中心呈现大面积黑色区域。秦岭地区有 17 种野

豌豆，古文献中的“薇”鉴定为大野豌豆（Vicia 
gigantea Bunge）[55]。诗经中“小雅·采薇”记

述了西周人在渭河流域采集野豌豆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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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半坡－姜寨尖底瓶残留物中的损伤淀粉粒（每颗淀粉

粒显示 DIC 和偏振光镜拍摄的影像）

1.小麦族，表明可见微型坑和深沟  2.小麦族，呈群组状，部

分较完整，部分已膨胀变形，十字消光模糊，应为加热后糊化

所致  3.可能为粟黍，中心凹陷  4.粟黍，表面可见微型坑和

深沟  5.野豌豆，中心洼陷及边缘破损并有轻度糊化

6. 栝楼根，边缘破损  7. 发酵过程的糊化，膨胀变形、中心

部缺失，但边缘保留双折射光泽  8. 经刚果红染色显示的糊

化、膨胀变形淀粉粒，偏光镜下可见橘红色光泽

图五  半坡－姜寨尖底瓶残留物中的植硅体和棒状方解石晶体

1. 薏苡十字型  2. 十字型  3. 哑铃型  4. 棒型  5. 帽型

6. 水稻双峰型  7. 芦苇扇型  8. 长方形绞合状树枝型

9. 毛细胞  10. 刺  11、12. 棒状方解石晶体（亮视野和偏光

视野）  13. 黍颖壳η型  14. 粟颖壳Ω型。

VI 型为芡实（Euryale ferox）（n=2; 比例 0.6%; 

出 现 率 9.1%）， 淀 粉 粒 整 体 为 近 圆 形 聚 合 体

（23.28、26.89 微米），内部包含许多小形多边体

颗粒（n=22; 2.8~5.41 微米）。这些特征与芡实

十分接近。在我们的现代对比标本中，芡实淀

粉粒往往呈圆形或椭圆形出现（直径 9.51~32.33

微米），内含大量小型颗粒（1.71~3.93 微米）（图

三，8）。我们仅在 BP2 标本上发现两颗芡实淀

粉粒聚合体，其中一颗部分缺失（图三，7）。

芡实生在池塘、湖沼中，遍布中国南北各地 [56]。

总之，淀粉粒残留物中包含的植物主要是

粟黍、薏苡和小麦族，另外有少量的栝楼根、

野豌豆和芡实。这些植物的淀粉粒均见于中国

北方新石器时期的磨盘磨棒上以及渭水流域新

石器时代的陶器残留物中。其中最常见的植物

包括粟黍、薏苡、小麦族和栝楼根 ；临潼零口

和宝鸡关桃园的新石器早期陶器中有类似野豌

豆的淀粉粒，蓝田新街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尖底

瓶中发现有芡实 [3-5、57]。根据关中地区西安鱼化

寨和华县东阳遗址的浮选结果，粟黍是仰韶时

期最主要的农作物 [58、59]。半坡－姜寨陶器淀粉

粒组合反映了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先民普遍栽培

和采集的植物。

另外，大多数淀粉粒都显示有损伤特征

（61.2%），并可以分为未糊化（29.9%）和糊化

（31.3%）两类。前者可以代表淀粉酶分解造成

的破坏，后者具有经加热和发酵造成的糊化特

点。另外也有少量糊化淀粉粒显示为一般蒸煮

所致，这类糊化特征在我们的酿酒标本中也很

常见（图四）。综合来看，淀粉粒的整体特征包

含了植物发酵所造成的的各类损伤现象。

2. 植硅体

残留物中共发现 852 颗植硅体。8 件器物中

出有来自黍族颖壳的植硅体（n=288; 23.8%），其

中大多数只能鉴定为黍族 (n=176)，其次为黍的

η型（n=111），只有 1 例为粟的 Ω 型。鉴于绝

大多数能够鉴定到属的颖壳均来自黍，推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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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半坡－姜寨尖底瓶残留物中酵母细胞和霉菌

1、2. 酵母，出芽状态 (BP1,2)  3. 菌丝体（JZ2）

4. 曲霉，箭头所指处为附着分生孢子和小梗的顶囊，与孢子

梗相连 (JZ2)  5. 黑色孢子囊似与菌丝相连，可能为根霉或

毛霉 (JZ2)  6. 曲霉顶囊（为图六，4右上角顶囊的放大）

7、8. 根霉 (BP1,JZ5)，与假根相接处的菌丝

有属于葫芦科的栝楼根淀粉粒，标本中的毛细

胞中是否有些来自栝楼，需要将来做进一步分

析。总之，残留物中有大量黍族和少量小麦族

及水稻的颖壳植硅体，并与禾本科的多种植物

茎叶植硅体共存（表二、图五）。

3. 真菌（酵母和霉菌） 

残留物标本中共发现 412 个真菌个体或组

合，包括酵母细胞和霉菌（表三）。

在 8 件陶器上共发现 134 个酵母细胞，为

圆形和椭圆形，直径范围 3.19~11.9 微米。其中

40 个显示出有小突起状的芽体，是芽殖的初期

形态（图六，1、2）。这些酵母细胞形态与酿酒

酵母接近 ( 图七，8)，但我们无法仅仅根据形

态鉴定其种属。

除了 2 件标本外（JZ3，JZ8）其他陶器标本

都发现有较多霉菌的组成成分，包括 154 个菌丝

和菌丝体、80 个孢子囊和 44 个孢子。其中有些

具有曲霉和根霉的特征。曲霉菌丝有分隔，无假

根，分生孢子梗从厚壁而膨大的菌丝细胞生出，

分生孢子梗顶端膨大而形成顶囊，顶囊表面产

生小梗，从小梗生出分生孢子。根霉菌丝无分隔、

有假根、菌丝在与假根相对位置向上生出孢囊

梗，顶端形成孢子囊，内生孢囊孢子。孢子囊

的囊轴明显，囊轴基部与柄相连处成囊托。毛

霉的外形成毛状，菌丝无隔，有分枝，囊轴球形，

与囊梗不分隔，无囊托。根霉和毛霉形态比较

相似，但毛霉无假根 ( 图七，1~7)[46, 61,62]。

在 JZ2 标本发上发现大量的霉菌（n=137），

大多数具有明显的曲霉特征，其中至少有 42 个

可以分辨出分生孢子梗和圆形的顶囊，以及从顶

囊表面生长出的小梗和孢子。同时，JZ2 中也有

少量根霉或毛霉，显示为与孢子梗连接的圆形孢

子囊，其中还可见的黑褐色的孢囊孢子。在 BP1

和 JZ5 中发现有分枝的菌丝，其形态类似根霉从

假根相对位置生长出菌丝的状态（图六 ；对照图

七中的相应霉菌形态）。

4. 棒状方解石晶体（rod-shaped calcite crystals）

在 3 个标本中发现有少量棒状晶体。这些晶

体大多表面光滑，以单体出现，多为直棒形，有

些定为黍族的颖壳大多数也是黍。哑铃型、多

铃型和十字型等一些黍亚科中常见的植硅体主

要出现于 9 件器物中 (n=61)，大部分可能来源于

黍 ；其中一部分十字型植硅体的长或宽超过 18

微米，不见于粟黍，可能来自薏苡的内稃和外

稃。有 3 例为绞合状树枝状型，可能来源于早

熟禾亚科的颖壳 ；残留物中有较多的小麦族淀

粉粒，因此推测这些颖壳可能来自野生小麦族，

但无法准确确定其来源种属。另外，有一例水

稻颖壳的双峰型。还有较多禾本科中常见的棒

型、扇型和帽型，其中包括 6 例来自芦苇茎叶

的盾型。主要见于真双子叶植物（eudicots）茎叶

的毛细胞出现在 10 个标本中（n=30）。毛细胞来

自于菊科（Asteraceae）、榆科 (Ulmaceae)、葫芦科

(Cucurbitaceae)、荨麻科 (Urticaceae) 等植物 [60]，我

们目前尚无法提供更准确的鉴定 ；但残留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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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酵特征的淀粉粒存在说明这些植物是酿酒

原料。其中各种谷物淀粉粒在数量和出现率中

都占主要地位，而豆类和块根类较少。姜寨植

硅体中有 1 例水稻颖壳的双峰型，但淀粉粒中

没有发现水稻。根据我们的酿酒实验，大米淀

粉粒在发酵过程中大部分消失，而且大米淀粉

粒颗粒很小，如果不是以群组的状态出现，不

易鉴定，因此可能很难在古代残留物中发现。

另外，在酿酒发酵过程中，大部分淀粉粒由于

糖化和糊化而变形，导致无法鉴定。因此，我

们不能根据淀粉粒的数量直接计算酿酒原料的

比例，但大致可以推测主要的酿酒谷物为粟黍、

薏米、小麦族和稻米，并附加野豌豆和块根植物。

第二，小麦族淀粉粒的出现率较高，见于

9 件陶器，并在其中 3 件陶器中（BP2, JZ2, JZ3）

与早熟禾亚科颖壳植硅体共存。这些淀粉粒和

植硅体可能来自同样的植物，但目前无法鉴定

到种属。这些残留物至少说明仰韶时期对野生

小麦族植物的利用包括酿酒。

第三，在姜寨的 8 件标本中发现黍族颖壳

植硅体 ；其中 2 件标本（JZ3、8）有数量非常

高的黍族颖壳（分别为 51、110），但基本不见

霉菌（图八）。谷物颖壳和相应的具有发酵特征

的淀粉粒同时出现可以作为酿造谷芽酒的指示

物，因此这 2 件尖底瓶中盛装的可能是以发芽

黍为单纯发酵剂的谷芽酒。渭河流域酿造谷芽

酒的最早证据见于临潼零口遗址白家期的小口

鼓腹罐的残留物中，其酿酒原料主要为黍和稻

米，年代接近距今 7800 年 [2]。零口距离姜寨约

19 公里，两遗址中的酿酒原料和方法的类似，

图七  现代真菌对比标本

1. 曲霉  2. 根霉  3. 曲霉及菌丝体  4. 曲霉顶囊、小梗及分生孢子

5. 毛霉孢囊梗及孢囊  6、7. 根霉假根、孢囊梗、孢囊及孢囊孢子  8. 酿酒酵母

方钝形末端。在偏光镜下可

见双折射光泽（图五，11、

12）。这些特征与棒状方解

石晶体的形态十分吻合。棒

状方解石晶体是真菌菌丝生

物矿化的结果，菌丝在分解

后将针状物释放到周围环境

中 [63、64]。棒状方解石晶体

的出现表明残留物中曾存在

真菌，与上述真菌菌丝的鉴

定互为佐证。

四、讨论：残留物组合与

酿酒和饮酒方法

综合残留物中各种微

植物和微生物的出现情况，

可以观察到以下现象。

第一，根据淀粉粒和

植 硅 体 的 类 型 可 以 推 测，

尖底瓶中盛装的植物种类

包 括 粟 黍、 薏 苡、 水 稻、

野生小麦族、野豌豆、栝

楼根及芡实。有明显糖化

分生孢子

孢子囊

孢囊孢子

孢囊梗

囊轴 囊托

假根
匍匐菌丝

分生孢子梗

足细胞

1. 曲霉 2. 根霉

小梗

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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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其相似的自然环境及同一地区的技术传

承有关。

第四，利用霉菌制麹酿酒的方法见于 2 个

遗址中 , 其中 9 个标本中霉菌的数量在 8 个个

体以上。能够鉴定的霉菌包括曲霉和根霉。尤

其在 JZ2 标本中发现大量霉菌的片段，如孢囊

和菌丝 ；以曲霉为主，并有少量根霉。利用曲霉

和根霉酿酒的最早证据见于宝鸡关桃园前仰韶时

期的陶器上，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麹酒 [2]。另

外，渑池丁村仰韶中期尖底瓶残留物中发现曲

霉和毛霉 [6]。这 3 种霉菌都是现代麹中常见的菌

种 [45]。曲霉和根霉在一个尖底瓶（JZ2）中集中

出现说明仰韶早期人们已经有意识地选择和培

养有益的发酵菌群。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科学

原理，而是经历了千百年反复尝试而获取的实

践经验。

另外，在半坡—姜寨陶器上发现有较多霉

菌的 8 个标本中，3 个不见颖壳植硅体（BP1、

2;JZ8），说明是单纯使用酒麹酿酒。另外 6 个

标本中发现既有霉菌又有颖壳植硅体 (JZ1、2、

4~6,9)，可能是在同一器物中曾经利用谷物发

芽和酒麹两种方法酿酒。从整体来看，我们观

察到的两种酿酒方法和器型大小之间没有直接

联系。例如，可以鉴定为单纯使用酒麹的标本

（BP1、2;JZ7）和可能使用两种酿酒方法的标本

（JZ1、2、6、9）都来自大小不同的尖底瓶。另外，

我们不能肯定那些只有极少量颖壳植硅体的标

菌和来自茎叶的棒型植硅体。我们的标本中

有 4 例（BP1、2;JZ2、6） 是 较 多 数 量 的 霉 菌

（n=24~137）和棒型植硅体（n=39~105）共存，

其中两例不见颖壳 ；这 4 例标本可能是使用草

麹的反映。（2）如果残留物中不见或极少霉菌，

但有较多颖壳和棒型植硅体，那么这些棒型植

硅体也许主要来自颖壳。标本中的 JZ3、8 可能

属于这种情况（图八）。

第六，根据有些尖底瓶口沿磨损的微痕形

态（如垂直向线状痕），我们曾经推测仰韶人可

能使用芦苇或竹子做的吸管饮酒 [65]。在本文所

分析的 2 个姜寨尖底瓶标本中（JZ2、8）发现

来自芦苇茎叶的盾形植硅体（图五，7），可以

作为使用芦苇吸管饮酒的佐证。 

BP1、BP2、JZ7 为 单 纯 麹 酒 ；JZ3、JZ8 为

单纯谷芽酒 ；其他可能为两种方法混合酿造。

第七，仰韶文化早期代表着一个相对平等

的农业社会，在所有仰韶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

中都出土有尖底瓶，该器物的广泛分布表明酒

被人们普遍享用，而不是仅作为少数精英人士

的奢侈品。各种大小的尖底瓶可能在不同的社

会场合中使用，例如，小型尖底瓶可能适于个

人或家庭饮用，而大型尖底瓶可以满足更多人

的需求，如社区宴飨时的群饮。这一推测需要

更多的证据来检验，但半坡和姜寨的聚落模式

可以支持这种假设 ；两个遗址均为有壕沟围绕

的村落，少数大型公共建筑被许多中小型的家

图八  根据陶器残留物中黍族颖壳植硅体、霉菌和棒型植硅体分布推测酿酒方法

（BP1,BP2,JZ7 为单纯麹酒；JZ3,JZ8 为单纯谷芽酒；其他可能为两种方法混合酿造）

本（JZ5 只有 1 个黍颖壳植

硅体）属于有意识利用发

芽谷物酿酒（图八）。

第五，每个标本中都

发现有棒型植硅体 ；这类

植硅体主要来自禾本科植

物茎叶，但是也见于颖壳

中。标本中出现棒型植硅

体可能反映两种情况 ：（1）

如果在制麹过程中加入某

些植物茎叶作为草麹，那

么残留物中会同时存在霉

黍族颖壳 -霉菌 -棒型植硅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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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住所围绕。大型公共建筑与宴饮活动之间的

关系也已经通过对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大房子地

面中残留的分析得以确认 [66]。此外，尖底瓶的

形制趋于向大型发展，这与仰韶大房子的规模

从早期（约 100 平方米）到晚期（约 300 平方米）

增加的总体趋势一致。这一规律也许意味具有

宴饮性质的公共聚会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些现

象都表明，仰韶文化中的饮酒行为与社会复杂

性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器物埋藏学背景的差异似乎影响了

残留物中微生物的保存，特别是淀粉粒的保存。

来自墓葬的 2 个完整小型尖底瓶（JZ2、9）中

发现了最多的淀粉粒数量（65 和 69），JZ2 中也

保存了最多的霉菌（137）。而来自房址（JZ5）

和瓮棺（JZ7）的标本保存的淀粉数量最少（各

为 6）。这些结果表明，为了获取最好的酿酒证

据，除了针对器表有可见残留物的酿酒器之外，

墓葬中完整的随葬品也是较理想的采样对象。

五、结论

以上的分析证明，出现于 7000 年前最早的

仰韶文化尖底瓶是一种新型的酿酒容器，其结

构设计有利于酿造发酵。酒的原料是当时常见

的各种栽培和野生植物，大小不等的尖底瓶可

能用于不同的社会场合。综合半坡和姜寨尖底

瓶残留物中淀粉粒、植硅体、霉菌、酵母细胞

和棒状方解石晶体的组合规律可以看出，黍可

能是酿酒的主要原料，加以其他谷物（粟、小

麦族、水稻）、豆类和块根植物（栝楼根、芡

实）。酿酒方法基本为谷芽酒和麹酒两种，使用

芦苇吸管咂酒可能是饮酒方法之一。谷芽酒主

要利用黍发芽，制麹的原料包括谷物和禾本科

植物茎叶，麹中的霉菌主要有曲霉和根霉，或

许也有少量毛霉，酵母的形态接近酿酒酵母。

这两种酿酒方法有时分别使用，有时可能同时

使用。这一研究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酿酒历

史上 1000 年的空白，使我们能够重建从 9000

年到 5000 年前在黄河中游地区持续发展的酿酒

技术。在这数千年中，那些有益于酿造发酵酒

的真菌在酒器残留物中持续出现，表明史前时

期的先民已经掌握了接种发酵的方法，包括反

复使用专用发酵容器（包括尖底瓶）使得所需

微生物菌群得以延续。

这项研究的结果不仅为了解中国史前悠

久的酿酒技术传统提供了新资料，而且为深入

探索仰韶人与饮酒相关的社会活动开辟了新途

径。未来的研究需要分析在更大的区域和更长

的时间段内，酿酒和饮酒行为与社会复杂化之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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